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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视角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胡建辉，蒋　选

摘　要：以我国三大城市群３２个地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就城镇化对

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体层面，城镇化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效应，人均收入同碳排放之间呈倒 Ｕ型关系，满足ＥＫＣ假说，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均不同程

度地导致了碳排放的增长。在区域层面，城镇化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日益明显；城镇化对京津冀城市群的碳排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

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增强；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的发展同碳排放之间呈现一种 Ｕ型关系。

除长三角城市群以外，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均收入同碳排放之间均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人

口规模和能源强度是导致三大城市群碳排放增长的共同原因；产业结构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碳排放分

别具有显著和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京津冀城市群的碳排放则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实证分析，

提出促进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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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城镇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在２０１３年达到

５３．７３％，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８０％左右的城镇化率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虽然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
环境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承受着巨大的碳减排国际压力，为此，我国政府向世
界郑重承诺：中国碳排放量到２０２０年将比２００５年减少４０％到４５％，这是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
国的担当。
但是，面对我们国家城镇化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存有较大差距的现实，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将

会继续推进，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将有数目庞大的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由此将引发经济发展方式、
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水平等多方面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导致直接或间接能源需求和消费的大幅
提高，最终产生大规模的碳排放，使本来就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从城镇化角度研究碳
排放问题，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碳减排政策的科学制
定和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研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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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文献回顾

由于对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关系的研究最近几年才兴起，二者间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并不

成熟。目前，国外学者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多集中于国家和区域层面。在国家层面，Ｃｏｌｅ等以世界

上８６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利用１９７５—１９９８年的面板数据就人口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分

析，认为高城镇化率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１］。Ｆａｎ等、Ｐｏｕｍａｎｙｖｏｎｇ等和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等对不同收入

组国家城镇化同碳排放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别得出高收入国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贡献要大于中

低收入国家、在所有收入水平国家中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均显著和在高、低收入国家城镇化同碳

排放呈倒Ｕ型关系而在中低收入国家间不明显的结论［２］［３］［４］。Ｌｉｄｄｌｅ等运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研究发

现，发达国家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总体上呈现正相关关系［５］。在区域层面，Ｃｌａｒｋｅ等对１９９７—

２００７年间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差异性进行了研究［６］。Ｚｈａｎｇ等就城镇化与碳

排放间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相比于中国东部地区，城镇化对非东部地区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

的正向影响要更为显著［７］。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碳排放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就城镇化同碳排放之间

的关系问题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多集中于国家、区域和碳聚集层面。在国家层面，孙慧

宗等运用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城市化同碳排放量间的协整关系，发现城市化与碳

排放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８］。林伯强等运用修正后的Ｋａｙａ恒等式研究了我国城市化阶

段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减排策略，得出城市化对碳排放的确有重要影响的结论［９］。郭郡郡等运用跨

国数据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大城市化和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大城市化同碳排放之间呈

倒Ｕ型关系，但相比于城镇化，大城市化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要更大［１０］。在区域层面，卢祖丹利

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我国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

发展明显有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但在东部地区表现的却不明显［１１］。杨晓军等利用省级面板数

据考察了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城镇化和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呈现地区间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呈现倒Ｎ型和Ｎ型关系，西部地区虽呈现倒Ｎ型关系，但

并不显著［１２］。在碳聚集层面，宋德勇等将我国３０个省市的碳排放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排放区

域，运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对城镇碳排放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城镇碳排放是我国碳

排放的主体，各区域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呈正相关关系［１３］。

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极具复杂性，是正反两方面

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引致的直接或间接能

源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占主导地位时，城镇化将对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当城镇化所产生的规模经济

和集聚效应占主导地位时，城镇化将对碳排放产生负向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虽从多角度、多层面

就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展开了分析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中多数研

究集中于地理区划和碳聚集层面，而忽略了省市之间的碳排放差异。城市群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生产

力发展和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组合的产物，却鲜有人以其为对象就城镇化和碳排放间的关系进行研

究。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采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从城市群的角度就我国城镇

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以丰富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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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Ｅｈｒｌｉｃｈ等建立了著名的ＩＰＡＴ 模型，即Ｉ＝Ｐ·Ａ·Ｔ。

ＩＰＡＴ模型因具有简单、直观的特性而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但其假定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
等比例的。为克服这一局限性，Ｄｉｅｔｚ等对ＩＰＡＴ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１４］，即：

Ｉｉｔ ＝αＰβ１ｉｔＡβ２ｉｔＴβ３ｉｔｅｉｔ （１）
其中，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观测个体和时间；Ｉ表示环境影响，Ｐ表示人口因素，Ａ表示财富

程度，Ｔ表示技术水平；α为常数项，β１、β２ 和β３ 为待估参数，ｅ为随机误差项。鉴于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是非线性的，为降低模型异方差并直接获得环境影响对各自变量的弹性，可以对 （１）式两边
取自然对数，从而得到如下公式：

ｌｎＩｉｔ ＝α＋β１ｌｎＰｉｔ＋β２ｌｎＡｉｔ＋β３ｌｎＴｉｔ＋ｅｉｔ （２）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不仅很好地弥补了ＩＰＡＴ模型的缺陷，而且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允许添加其
他控制变量来分析其对环境的影响。结合本文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引入了城镇化变量 （ｕｒｂ），同时
为了考察城市群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倒Ｕ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本
文在模型中引入了财富程度的平方项。此外，同时引入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两种指标来表征技术水
平，由此建立的计量模型如下：

ｌｎｃｏ２ｉｔ ＝α＋β１ｌｎｐｏ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３（ｌｎｇｄｐｉｔ）
２＋β４ｌｎｉｎｄｉｔ＋β５ｌｎｅｉｉｔ＋β６ｌｎｕｒｂｉｔ＋ｅｉｔ （３）

其中，ｃｏ２ 代表碳排放，本文选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表征；ｐｏｐ选用人口规模表征；ｇｄｐ选用
人均ＧＤＰ表征；ｉｎｄ表示产业结构；ｅｉ表示能源强度；ｕｒｂ表示城镇化水平；其他参数解释均与
（１）式相同。此外，依据 （３）式中β２ 和β３ 的符号可以判断出经济增长同碳排放之间的几种典型关
系：第一，当β２＞０且β３＝０时，表示经济增长加剧了碳排放；第二，当β２＜０且β３＝０时，表示经
济增长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第三，当β２＜０且β３＞０时，表示经济增长同碳排放之间存在 Ｕ型关
系 （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完全相反）；第四，当β２＞０且β３＜０时，表示经济增长同碳排放之间存在
倒Ｕ型关系 （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由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具有动态变化的特性，城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

城镇化和碳排放间的关系均有可能产生影响，使得碳排放 （环境影响）对城镇化的弹性并非保持不
变，也即是说可能存在城镇化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鉴于此，借鉴徐丽杰［１５］的做法，在公式
（３）自变量中引入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同时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ｃｏ２ｉｔ ＝α＋β１ｌｎｐｏ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３（ｌｎｇｄｐｉｔ）
２＋β４ｌｎｉｎｄｉｔ＋β５ｌｎｅｉｉｔ＋β６ｌｎｕｒｂｉｔ＋β７（ｌｎｕｒｂｉｔ）

２＋ｅｉｔ
（４）

（二）变量及指标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由于文中选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环境影响的代理变量，但中国的相关统
计年鉴中并未直接给出各地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同时由于文中使用的是各地市的样本数据，
而各地市缺乏最终能源消费种类的统计信息，我们不可能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所公布的方法①进行估算，因此想要获得这方面数据只能运用其他方法进行估算。考虑到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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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种方法的计算公式为：ｃ＝Σｃｉ ＝Σｅｉ×ｎｃｖｉ×ｃｅｆｉ×ｃｏｆｉ×３．６７，式中，ｃ为二氧化碳排放量；ｉ为不同的化石能
源，包括煤炭、天然气、汽油、焦炭等７种；ｅｉ为化石能源的消耗量；ｎｃｖｉ为能源ｉ的平均低位发热量；ｃｅｆｉ为能源ｉ的碳排放系
数；ｃｏｆｉ为能源ｉ的碳氧因子；３．６７为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比率。



的一致性，本文依据ＢＰ中国碳排放计算器提供的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进行相应估算。具体
的估算方法如下所示：

ｃｉｔ ＝ｒｇｄｐｉｔ×ｅｉｉｔ×２．４９３ （５）
其中，ｃｉｔ为第ｉ地区在第ｔ时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ｒｇｄｐｉｔ为第ｉ地区在第ｔ时期消胀后的国

内生产总值；ｅｉｉｔ为第ｉ地区在第ｔ时期的能源强度；２．４９３为ＢＰ中国碳排放计算器提供的标准煤
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２．主要解释变量。人均ＧＤＰ能够表征一个经济体大致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在不同的经济
发展阶段又会表现出不同的能源消费特征和碳排放特征［９］。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
进，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从而可能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 （比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的排放）。因此，本文选择 “消胀后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表示人均ＧＤＰ。
由于我国逐渐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使得城镇化成为未来我国碳排放和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

领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商业住宅建设与投资的急剧增长，从而拉动了钢
筋、玻璃和水泥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大大加重了节能减排的环保压力［１６］。因此，本文
选择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

３．控制变量。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讲，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在我国，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城镇人口总量得到快速增长，较多城镇人口的出现可能需要消耗
更多的能源，从而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１７］。因此，本文选择 “各地区年末常住人口”来表示人口
规模。
产业结构是决定碳排放水平的重要因素，其对地区的能耗效率有重要影响［１８］。作为一个工业

化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长期占据最大的比重，并且工业又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产业。因此，本文选择 “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特征。
能源强度是生产一单位ＧＤＰ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经济生产

活动的能源利用效率越高，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越少［１９］。就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推
进的现实情况而言，必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以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和环
境污染。因此，本文选择 “单位ＧＤＰ能耗”来表示能源强度。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样本数据来自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我国三大城市群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的３２个地市。关于三大城市群各自样本的选取：长三角城市群参照１９９７年成立的长江三角洲城市
经济协调会确定的１６个城市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从中选取了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常州、
苏州、南通、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合肥 （后来加入）共计１２个地市；珠三角城市群参照

１９９４年提出的 “珠三角经济区”，从中选取了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
和肇庆共计９个地市；京津冀城市群参照 “十一五”制定的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并考虑到与
河北省规划的衔接问题，从中选取了北京、天津、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唐山、廊坊、
保定、沧州和邯郸共计１１个地市。
文中所用原始数据绝大多数来自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的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以及各地市所对应的省统计年鉴。由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统计年鉴中没有各辖市能源强度的相
关统计数据，这部分数据从两省每年公布的 “全省及各市单位ＧＤＰ能耗等指标公报”中获得。同
时，由于河北省统计年鉴中没有各辖市城镇化水平的相关统计数据，这部分数据从河北省每年公布
的 “全省和设区市城镇化发展统计数据”中获得。此外，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本文以

２０００年为基期对人均ＧＤＰ指标进行了平减处理。
文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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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城市群整体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亿吨） ０．７５　 ０．６０　 ０．８３　 ０．６５　 ０．５４　 ０．４３　 ０．８２　 ０．６３
人均ＧＤＰ （万元） ３．９４　 １．８４　 ４．４６　 １．３４　 ４．８７　 ２．１０　 ２．６２　 １．２８
城镇化水平 （％） ０．６３　 ０．１８　 ０．６４　 ０．１１　 ０．７７　 ０．１８　 ０．５０　 ０．１６
人口规模 （万人） ７２１．１１　４３２．２０　７４３．１３　４７１．５６　５７８．５８　３１６．０３　８１３．６９　４４４．０３
产业结构 （％） ０．５１　 ０．０８　 ０．５４　 ０．０６　 ０．５２　 ０．０９　 ０．４８　 ０．０９
能源强度 （％） １．０１　 ０．５０　 ０．８５　 ０．１７　 ０．７１　 ０．１４　 １．４４　 ０．６２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地市对应省统计年鉴整理。

四、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设定检验
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首先需要确定是采用变截距模型还是常截距模型。通过采用协方差

分析方法构造Ｆ统计量可以对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判定。如果Ｆ检验接受了原假设，则
选择常截距模型进行估计；反之应当选择变截距模型进行估计。由于变截距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
（ＦＥ）和随机效应模型 （ＲＥ），在选择变截距模型进行分析的情况下，还应当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
机效应模型间做出识别，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如果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在显
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应当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否则应当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要想获得一致且有效的估计结果，在使用面板数据的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时要求样本数据必须

拥有良好的统计性质。根据面板数据模型形式设定检验结果 （如表２所示），三大城市群整体和珠
三角城市群数据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方法，而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数据应采用随机效
应估计方法。但是，对固定效应模型而言，在使用 Ｗａｌｄ检验和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一阶自相关检验规则进
行检验时，发现面板数据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鉴于此，本文选用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标准差方法对
模型进行估计，该方法实际上是采用一种协方差结构把 Ｗｈｉｔｅ－Ｎｅｗｅｙ估计扩展到面板数据当中，
这样不但保证了固定效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异方差和序列相关。

表２　面板数据模型形式设定检验结果①

模型
Ｆ检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Ｆ值 Ｐ值 结论 χ
２ 值 Ｐ值 结论

城市群 （１） ３５．１７　０．０００　０＊＊＊ 变截距模型 ３１．１３　０．０００　０＊＊＊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整体 （２） ３２．９４　０．００００＊＊＊ 变截距模型 ３１．１３　０．０００　１＊＊＊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长三角 （４） １７．５３　０．００００＊＊＊ 变截距模型 ６．９９　０．４２９　８ 随机效应模型

城市群 （３） １７．４５　０．００００＊＊＊ 变截距模型 ６．７０　０．３４９　５ 随机效应模型

珠三角 （５） １６．５５　０．００００＊＊＊ 变截距模型 １４．２９　０．０２６　６＊＊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城市群 （６） １５．４３　０．０００　０＊＊＊ 变截距模型 ２１．３２　０．００３　３＊＊＊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京津冀 （７） ４５．０３　０．００００＊＊＊ 变截距模型 ４．５０　０．６０９　２ 随机效应模型

城市群 （８） ４４．５５　０．００００＊＊＊ 变截距模型 ２．９６　０．８８８　８ 随机效应模型

　　注：Ｆ检验中，＊＊＊表示在１％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常截距模型可以接受的原假设；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中，＊＊

和＊＊＊分别表示在５％和１％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模型正确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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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市群整体和珠三角城市群在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的情况下，又对模型中有无时间固定效应做了相
关检验，结果发现强烈拒绝无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Ｐ值均为０），认为建立双向固定效应（Ｔｗｏ－ｗａｙ　ＦＥ）模型更合适。



由于随机效应模型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较大程度的考虑了异方差问题，因此在运用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分析时主要考虑是否存在序列相关的问题。在使用Ｓｏｓａ－Ｅｓｃｕｄｅｒｏ　ａｎｄ　Ｂｅｒａ检验规则对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序列相关检验时，发现模型 （３）和 （４）的序列相关显著存在而模型 （７）和 （８）并不
存在序列相关。鉴于此，本文选用包含ＡＲ （１）干扰项的ＧＬＳ方法对模型 （３）和 （４）进行估计，
而直接选用ＧＬＳ方法对模型 （７）和 （８）进行估计。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设定好的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利用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软件进行处理，得到各城市群模型的回归方

程和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①

变量
城市群整体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ｇｄｐ　 ２．４６６＊＊＊ ２．３０８＊＊＊ １．５４０　 ０．３７１　 １．４１６＊＊＊ １．４０３＊＊＊ １．９４６＊＊＊ ２．３７６＊＊＊

（６．５７） （５．３７） （１．６２） （０．３７） （９．６９） （１０．７５） （５．２３） （５．１１）
（ｌｎｇｄｐ）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９＊＊＊

（－３．６８） （－２．８６） （－０．６７） （０．５２） （－２．１５） （－２．２９） （－２．６５） （－３．０１）

ｌｎｕｒｂ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８ －０．９１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０＊ ０．４７５＊

（１．３３） （１．９７） （－０．１５） （－２．８２） （－２．０６） （－２．６５） （２．１８） （１．７９）
（ｌｎｕｒｂ）２ －０．０６６＊＊ －０．８９８＊＊＊ ０．０２５＊ ０．２７３＊＊

（－２．３８） （－２．９４） （２．２３） （２．５０）

ｌｎｐｏｐ　 １．３０５＊＊＊ １．３１８＊＊＊ １．２０４＊＊＊ １．２４９＊＊＊ １．２１７＊＊＊ １．２２２＊＊＊ ０．９６４＊＊＊ ０．９４１＊＊＊

（１９．６２） （２０．９７） （３０．２１） （３０．３３） （２６．５９） （２６．９１） （１３．３５） （１２．３５）

ｌｎｉｎｄ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５＊ ０．４１３＊＊＊ ０．３７８＊＊＊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０６ －０．０８０
（１．９７） （２．１７） （３．８８） （３．６７） （１．８６） （１．８０） （－１．４７） （－１．０７）

ｌｎｅｉ　 ０．９０６＊＊＊ ０．９０３＊＊＊ １．０５７＊＊＊ １．０６７＊＊＊ ０．８３３＊＊＊ ０．８３２＊＊＊ ０．９２５＊＊＊ ０．９２８＊＊＊

（１１９．４４） （９８．４６） （１３．６５） （１４．３６） （８．４６） （８．２８） （４８．２７） （４８．９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７．０８４＊＊＊ －２６．３９０＊＊＊ －２０．８４０＊＊＊ －１５．１３８＊＊＊ －２１．２３７＊＊＊ －２１．２１６＊＊＊ －２２．０５２＊＊＊ －２３．７３３＊＊＊

（－１１．８２） （－１０．４８） （－４．０７） （－２．８５） （－２８．３１） （－２９．７８） （－９．５１） （－９．２１）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９８８　１　 ０．９８８　１　 ０．９９４　５　 ０．９９４　５
Ｆ值 ２．３１ｅ＋０５＊＊＊ ６．１０ｅ＋０７＊＊＊ ６．２４ｅ＋０３＊＊＊ ８．８１ｅ＋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Ｓｏｓａ－Ｅｓｃｕｄｅｒｏ　 ８．０２０　 ８．７２０　 ３．０１０　 ３．１５０
ａｎｄ　Ｂｅｒａ检验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８２　８） （０．０７６　０）

Ｗａｌｄ检验 ４　９５６．７３０　 ４　４６６．１８０　 １１３．６２０　 １１６．４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７９．３８７　 ８０．５８２　 ２３．４９３　 ２４．６６１
检验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０１１）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中第２列、第３列、第６列和第７列

各参数估计值下的括号中为Ｔ统计量值，第４列、第５列、第８列和第９列各参数估计值下的括号中为Ｚ统计量值，

Ｆ值和各相关检验下的括号中为Ｐ值；Ｓｏｓａ－Ｅｓｃｕｄｅｒｏ　ａｎｄ　Ｂｅｒａ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Ｗａｌｄ
检验的原假设为固定效应模型不存在组间异方差，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检验的原假设为固定效应模型不存在组内序列相关。

对于使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的三大城市群整体和珠三角城市群而言，其Ｒ２ 值分别达到０．９８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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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的是ＧＬＳ估计方法，使得运用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软件得出的模型估计结果中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２ 和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２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Ｒ２，故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模型的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值并没有被列出。



和０．９９４　５，说明这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好；两个模型的Ｆ统计值都比较大，且均在１％水平
下显著，说明模型的回归系数显著，不全为０。对于使用随机效应估计方法的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
冀城市群模型而言，其最重要也是限制该方法应用的一个重要假设，即ｃｏｖ （αｉ，ｘｉｔ）＝０得到满
足，说明这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无偏的。接下来，将分别从整体和区域两个层面就城镇化、人均

ＧＤＰ、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等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１．整体层面的估计结果。从整体层面估计结果看，模型 （１）中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为
正，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就线性关系而言，城市群整体层面的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不存
在明显影响。对考虑了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非线性关系的模型 （２）来说，城镇化的一次项和平方
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３和－０．０６６，且分别在１０％和５％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城市群整体
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城镇化在初期阶段会使碳排放增加，等城镇
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使碳排放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
镇化相关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需要大量的水泥和钢铁等高耗能产品，同时由于城镇化与工
业化基本同步，城镇化过程中的工业化特征表现为高耗能产业的迅速发展，也意味着能源消费增长
过快，最终导致碳排放的增加，但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由于能源利用效率、技术创新和产
业结构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对能源消费的依赖，进而使得碳排放下降。模型 （１）和模型 （２）中人
均ＧＤＰ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同时人均ＧＤＰ平方项的弹性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增长同碳排放
之间存在倒Ｕ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满足ＥＫＣ假说，经济增长使得碳排放呈现一种先升后降的
趋势。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增长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造成了能源资源的使用超过了
能源资源的再生，使得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规模效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导致环境
恶化 （比如碳排放增加），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技术效应和结
构效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使得环境恶化趋缓，环境得到改善 （比如碳排放减少）。就其他控制变
量而言，两个模型中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说明这三种因素对碳排放均表现出稳定的正向影响。人口规模每增加一单位就会产生新的住
房需求和交通需求，同时需要消耗更多的食物，而这些均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以满足工业和电力生
产以及交通运输等，从而也就产生了更多的碳排放。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
段，对能源的需求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考虑到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长期占据最大比重，由此所
造成的碳排放的不断增加也就不难理解。此外，我国仍是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主要
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和能源结构中的 “高碳”特征十分突出，能源利用效率虽有提高，但与
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单位产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是不争的事实。

２．区域层面的估计结果。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存在显
著差异，因此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鉴于此，本文接下来就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三大区域的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关系做进一步考察，以揭示城镇化对碳排放影
响的区域特征。
从区域层面估计结果看，模型 （３）、（５）和 （７）中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分别－０．０１８、

－０．０４６和０．０２０，其中模型 （３）中的弹性系数并不显著，而模型 （５）和 （７）中的弹性系数均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这说明就线性关系而言，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发
展对碳排放分别具有不显著和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相反，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则
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影响。就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言，模型 （４）和模型 （８）中城镇
化的一次项和平方项的弹性系数符号分别相同，模型 （６）中城镇化的一次项弹性系数为负而平方
项的弹性系数为正，说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均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效应。具体来说，模型 （４）中城镇化的一次项和平方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９１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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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９８，且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并
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日益明显。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
效地提高了人口、交通和产业的集聚效益以及规模经济效益，促进了资源的节约，同时带动了以餐
饮、旅游等为主的消费性服务业和以现代物流和金融服务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减少
了碳排放。模型 （６）中城镇化的一次项和平方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０６８和０．０２５，且分别在

５％和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同碳排放之间呈现的是一种Ｕ型关
系。珠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城镇化初期由于先进生产技术的使用、能
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该地区碳排放不断下降，但由于城镇化的进程过快，导
致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结构逐渐失衡，所累积的各种问题不断暴露，再加上相关减排技术创新不
足，最终使得碳排放不断反弹。模型 （８）中城镇化的一次项和平方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４７５和

０．２７３，且分别通过１０％和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具有
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增强。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三大城市
群中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考虑到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规
模的不断扩大，对能源的需求和消费势必急剧增加，此外，京津冀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低碳
减排技术落后，这些因素都双向促进了碳排放的上升。
模型 （３）和 （４）中人均ＧＤＰ的一次项及其平方项的弹性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说明长三

角城市群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不明显。模型 （５）— （８）中人均ＧＤＰ的
一次项弹性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人均产出越多，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碳排放也就
越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人均产出每增加１％，珠三角城市群的碳排放将比京津冀城市群
的碳排放平均多增加０．７５％。而人均ＧＤＰ的平方项弹性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珠三角和京津冀城
市群的经济增长同碳排放之间存在倒Ｕ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满足ＥＫＣ假说，经济增长使得碳
排放呈现一种先升后降的趋势。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样，在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早期，
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产生了过多的需求，使能源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能源资源的再生，导致经济增长
对环境质量影响的规模效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逐渐趋于恶化，碳排放增加，而当经
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逐渐占据上风，使得环境恶
化趋缓，环境得到改善，碳排放下降。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区域层面的６个模型中人口规模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人口规模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均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具体来看，

６个模型中人口规模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分别接近于１和０．９，说明就三大城市群而言，
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负面作用程度没有太大差异，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负面作用程度的差异同样不
明显，这两种因素均是导致三大城市群碳排放增长的共同原因。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
群所在的东部沿海地区，历来都是我国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域，三大地区均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断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聚集，这种人口的大量聚集势必会直接或间接消耗更多的能源，考虑到我国
目前仍以碳基能源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各个地区存在的普遍较低的能源利用效率，可以认为由
人口规模和能源强度因素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不可能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域差异。区域层面的６个模
型中模型 （３）和 （４）中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模型 （５）和
（６）中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对
碳排放分别表现出显著和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模型 （７）和 （８）中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弹性系
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就长
三角城市群来说，虽然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其绝对量在三大城市群中
仍是最大的，结合工业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特征以及低碳减排技术落后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产

—８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业结构因素会对碳排放产生负面作用。至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在统

计上不显著，可能与本文的样本选择有关。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除了在上述估计中采取变量控制和模型设定形式检验措施外，我

们还对上述估计中的被解释变量进行重新选取———用碳强度指标替换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指标，进一

步对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需要说明的是，碳强度是指单位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面板数据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城市群整体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ｇｄｐ　 １．４７０＊＊＊ １．３１４＊＊ ０．５６２ －０．６０７　 ０．４１９＊＊ ０．４０７＊＊ ０．９４１＊＊ １．０８７＊

（３．９３） （３．０７） （０．５９） （－０．６１） （２．８６） （３．０９） （２．５２） （１．６６）
（ｌｎｇｄｐ）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８＊

（－３．７３） （－２．８９） （－０．６９） （０．５０） （－２．１９） （－２．３３） （－２．６２） （－１．７９）

ｌｎｕｒｂ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９１８＊＊＊－０．０４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３＊＊ ０．６６８＊

（１．１６） （２．７３） （－０．１４） （－２．８１） （－２．０５） （－２．８５） （２．４０） （１．８０）
（ｌｎｕｒｂ）２ －０．０６６＊ －０．８９８＊＊＊ ０．０２４＊ ０．３２６＊

（－２．１７） （－２．９４） （２．２９） （１．８２）

ｌｎｐｏｐ　 ０．３０６＊＊＊ ０．３１９＊＊＊ ０．２０５＊＊＊ ０．２４９＊＊＊ ０．２１９＊＊＊ ０．２２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４．５３） （５．００） （５．１３） （６．０５） （４．７４） （４．９０） （－０．４７） （－０．４５）

ｌｎｉｎｄ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６＊ ０．４１０＊＊＊ ０．３７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４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９
（２．０２） （２．２１） （３．８５） （３．６４） （１．８８） （１．８１） （－１．４６） （０．８２）

ｌｎｅｉ　 ０．９０６＊＊＊ ０．９０３＊＊＊ １．０６１＊＊＊ １．０７２＊＊＊ ０．８３２＊＊＊ ０．８３１＊＊＊ ０．９２５＊＊＊ ０．９２８＊＊＊

（１１７．２２） （９７．４０） （１３．７０） （１４．４２） （８．４０） （８．２３） （４７．９７） （３７．８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６８８＊＊＊ －７．９９９＊＊ －２．５２７　 ３．１７３ －２．８３８＊＊＊ －２．８１８＊＊＊ －３．６０８ －３．５６０
（－３．７８） （－３．１７） （－０．４９） （０．６０） （－３．７６） （－３．９１） （－１．５５） （－１．０６）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９６０　６　 ０．９６０　７　 ０．９７８　６　 ０．９７８　６
Ｆ值 ２．７２ｅ＋０５＊＊＊ １．０２ｅ＋０８＊＊＊ ４．９１ｅ＋０２＊＊＊ ４．８２ｅ＋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Ｓｏｓａ－Ｅｓｃｕｄｅｒｏ　 ８．０５０　 ８．７３０　 ３．０４０　 ３．１８０
ａｎｄ　Ｂｅｒａ检验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８１　３） （０．０７４　４）

Ｗａｌｄ检验 ４　５４３．２０　 ４　１３９．３５０　 １０７．９４　 １０９．１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检验 ８１．９９６　 ８３．１０９　 ２６．８９１　 ２８．５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７）

估计方法 ＦＥ　 ＦＥ　 ＲＥ　 ＲＥ　 ＦＥ　 ＦＥ　 ＲＥ　 ＲＥ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中第２列、第３列、第６列和第７列

各参数估计值下的括号中为Ｔ统计量值，第４列、第５列、第８列和第９列各参数估计值下的括号中为Ｚ统计量值，

Ｆ值和各相关检验下的括号中为Ｐ值；Ｓｏｓａ－Ｅｓｃｕｄｅｒｏ　ａｎｄ　Ｂｅｒａ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Ｗａｌｄ

检验的原假设为固定效应模型不存在组间异方差，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检验的原假设为固定效应模型不存在组内序列相关。

由表４的稳健性估计结果可知，不论是城市群整体面板模型、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模型、珠三角

城市群面板模型还是京津冀城市群面板模型，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符号、显著性和绝

对值方面与前文的估计都非常接近。因此可知，本文的结论基本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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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以我国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
群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城镇化、人均ＧＤＰ与其他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
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整体而言，城镇化同碳排放之间呈倒 Ｕ型关系，表明城镇化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效应；人均收入同碳排放之间呈倒 Ｕ型关系，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满足ＥＫＣ假说；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这三
种因素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共同原因。
分区域而言，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看，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的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

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日益明显；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的发展同碳排
放之间呈现一种Ｕ型关系；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的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
向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增强。同时表明，三大城市群均不存在城镇化的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效应。从人均收入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看，三大城市群中，除长三角城市群以外，其余城市
群的人均收入同碳排放之间均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满足ＥＫＣ假说。从控制变量对碳排放的作
用看，人口规模和能源强度对三大城市群的碳排放均有明显正向影响，是导致三大城市群碳排放增
长的共同原因；产业结构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碳排放分别具有显著和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而
对京津冀城市群的碳排放则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作用。
根据上述基本结论，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要想降低碳排放，缓解能源压力，应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
（１）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正处于快速推进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城镇化的 “大跃进”，不断

优化城镇化发展的宏观布局，搞好城镇化的微观空间治理，注重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建立一种
益于节约能源和资源的发展模式，降低城镇化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走低碳发展道路。

（２）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减排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为
此，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应以保证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为前提，设定阶段性和渐进式的
减排目标，尽可能减少节能减排措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冲击。

（３）现阶段，我国的碳减排政策与战略不能与阶段性的社会发展规律相违背。城镇化进程中的
人口转移对能源资源和碳排放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应当对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进行适当控
制，将城镇化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机会来控制碳排放的快速增长。此外，城镇化也是一个人们生活
方式重新选择的过程，政府应当依靠相关政策的制定积极引导人们树立 “节能生活”的意识，减少
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４）不同的产业结构阶段，碳排放呈现不同的特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能够有效遏制碳排
放。应当把城镇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积极引导国民经济以第二产业为重向以第三产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为主导转变，适度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不遗余力发展低碳服务产业。

（５）需通过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来改变以碳基能源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将新能源发展纳入城镇化建设规划。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发挥 “有形之
手”的功能，进一步优化相关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培育新能源企业的自主创新
能力，依靠适当的激励机制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

（６）要充分考虑各个地区发展的现实差异，相关政策应区别对待。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来说，可
以适当加快集约式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充分发挥城镇化的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本地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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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对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来说，则要适当控制粗放式城镇化
的发展速度，通过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优化使珠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重新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同时
使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努力走出一条低碳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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